云时代的课堂与师生关系

2015-06-01 新校长传媒
美国最常见的学科教室

    公元前495年刚刚过了中国的年，卫国的贵族端木子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孔丘，见面的过程颇具周折。这位商人世家的子弟天生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敏感，听说鲁国的国君与邾国的国君见面，便去打探动向，不小心知道了孔子正在卫国，子贡于是折返卫国成为孔子的学生。从此，每当孔子有难和没钱的时候，子贡总是能出现在孔子面前。作为商人的子贡，不但能为孔子化缘，还经常在孔子被围困的时候动用自己的商业资本为孔子搬来楚国军队护航，在孔子临终的时候，最盼望见到的也是子贡，子贡也不负所望，为孔子守孝6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民营私立学校的校长，孔子不同于官办学校，需要把自己姿态放低，不断地去游学收集学生用以弥补现金流的不足，在孔子的学校里，虽然孔子是一言堂，但却有教无类，颇具平民风格。
    至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孔子是最早使用竹简这种文字工具进行教学的人，从考古的发现知道，孔子时代的竹简还没有中间的绳子相连不能称为书，但是孔子就是用这种微博工具，传播了他的知识。相比起孔子，子贡们是幸运的，孔子当年向老子学礼制、向苌弘学乐、向郯子学仁、向师襄学琴，都是自己亲自长途跋涉跑到老师那里去请教。不过便宜和易于传播的竹简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一个竹简只能完成140个左右的字符，与今天的微博无异，孔子的学生们拿着孔子的只言片语以为圣旨，往往曲解了孔子的真正含义。
孔子的学生虽然拿着孔子的只言片语当作圣旨，孔子本人却没有这么看，相反，孔子本人非常谦逊、低调，孔子的课堂也受颠沛流离的影响，非常简陋和平等。往往是学生问、老师答而已。
孔子与他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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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们，比起孔子稍微幸运。古希腊草纸已经非常盛行，柏拉图可以前后非常有逻辑地记录苏格拉底的言论，相比起中国春秋的竹简，苏格拉底总是能非常系统地传播他的思想。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苏格拉底传播的与孔子正好相反，孔子师范学院的孔子一言堂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讲堂，被苏格拉底民主讲堂所替代，相比起子贡们的正襟危坐，柏拉图们的课堂更像一个俱乐部。
苏格拉底的古希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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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代替古希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文明的倒退，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是文明的进步，毕竟版图巨大的古罗马是需要严格的等级和残忍的暴行才能维持统治的。相比起古希腊的文明璀璨和教育发达，古罗马也并不是对后世没有贡献。古罗马的斗兽场，非常便于巨大数量的学生同时学习知识，其音响和视觉效果远远超过孔子的课堂和苏格拉底的理想国。只不过，今天西方课堂继承而来的阶梯教室，也继承了古罗马斗兽场的身份特征：相比起中国的师恩如父，阶梯教室的教师，更像是角斗士的演员，毫无高高在上的感觉。
角斗场可能是阶梯教室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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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会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一样，最早的教育一直不把教授儿童识字的基础教育当作教育，人们把基础教育的老师当老师至多是工业文明以后的事。韩愈的师说中，说教师的义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便是明证。韩愈甚至将老师比作伯乐、弟子比作千里马，可见师生关系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教授知识与学习知识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孔子和子贡的关系、还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都隐含了在工业文明之前师生之间的另外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不包含至少在汉朝王莽时期就普及的乡村识字教育。
    发现天才、奖掖后生、亦师亦友、终身同道才是古代教师的最高追求，这种追求在欧阳修和司马光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体现得最为突出。
    宋代的科举分为两种，一种是三年一次的固定形式，一种是特殊类型的专题科举，苏轼作为一个才子，非常有幸在当考之年碰到了两次这样的考试，更幸运的是碰到了欧阳修和司马光两位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苏东坡身上并不成立。先是欧阳修看到了苏轼的文章，苏东坡在文章中专门针对欧阳修对外宣称的历史典故无所不知杜撰了一个历史故事。欧阳修认为当今世界能够有自己不知道的典故和如此文风的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于是给了苏东坡一个第二名。等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苏东坡那个典故的来历，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苏东坡的调侃：“想当然的!”。作为苏东坡的老师，从此师徒二人惺惺相惜，苏东坡的文风诗风继承了欧阳修的衣钵并发扬光大，而欧阳修对自己的孩子宣称30年后没人知道欧阳修只知道苏东坡。
    亦师亦友的不仅仅是欧文苏字这样的师徒，苏轼在几年后的司马光主持的进士考试中得到了整个大宋王朝唯一一个最高奖，以至于皇帝也回到家激动不已：“我为大宋找到了栋梁之才！”。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很难理解千里马常有和伯乐不常有，在造纸昂贵的古代，筛选好文章更多掌握在老师手中，面对着苏轼这样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人，得到的不仅仅是欣赏，事实上在苏轼的一生中得到的小鞋远比赏识多。苏轼就是苏轼，不仅不当回事，还给自己的老师起了一个外号：司马牛。
    北宋的苏轼类型那种师生关系的传统到南宋的朱熹转了一个弯。活字印刷术的普及使得朱熹在书院里更加清闲，于是朱熹将图书馆与报告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的大学的雏形。虽然陆九渊和朱熹见解不同而被朱熹引进书院，但师生关系开始疏远，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也是南宋后孱弱的民风所必然的、新儒学的兴起后必然的师生关系的缩影。在朱熹的课堂上，中国的教室逐渐越来越像朝廷的缩影：教师就是皇帝、学生就是大臣，甚至到了后来教师的讲堂升高半尺以示威严。
朱熹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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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课堂和师生关系的变化是一场革命。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大量宗教教师的缺乏，以及印刷术和造纸的传播带来圣经的大量印刷，使得大学开始建立、课堂取消了等级。从中世纪结束到工业革命完成，课堂迅速实现了从教堂规格向工位规格的迅速转变。铃声、教案、班级、教师，师生之间的关系迅速瓦解成为工头儿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苏德战争以后，废墟上迅速建立的苏维埃，更加需要等级化、守纪律和懂规则的产业工人，于是苏式课堂和师生关系开始出现：班主任、党团教育等，这也是今天中国课堂的基本模板。
苏联的工位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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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联教育异曲同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纳粹教育。将教师的讲台升高体现威严，又为了学生能看到演讲者而组成的阶梯教室模式，在今天看来有点可笑，但是却不仅仅主宰了德国的课堂，还成为中国课堂模仿的样本。原本古罗马斗兽场将教师放低是为了学生听讲方便，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布置不能体现师道尊严和皇帝的感觉，于是把阶梯教室的讲台升高一尺，形成了今天中国大课教室的普遍规制。
德国纳粹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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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私塾，明治明治维新后的课堂改革，是日本全盘西化后全面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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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工业文明的恶果，在美国的20世纪初两种教育理念争论了50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派认为教育的前途是回到生活和社区，于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杜威实验学校，这种将工厂机器和生活场景搬进课堂的做法，逐渐形成了学科教室和走班制的规制。而以哈钦斯为代表的通识教育学派认为教育应该回到经典、回到人文，甚至回到中世纪，这也支持了美国很多文理学院的精英教育的规制。杜威课堂演变出来的是：走班制、辅导员制、学工交替、社区学院、实习制度；通识教育演变出来的师生关系是：小班化、个性化、精英化的教育。
杜威的芝加哥实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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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中国北京十一学校的李希贵在全国推广他的美式走班课堂、李振村和中关村某小学为谁偷了谁的关于教学改革的成果争论的时候，一个崭新的提法——创客课堂迅速让人们将前面的探索遗忘，遗忘的还包括衡水中学的课堂和杜郎口的课堂。创客空间不仅需要人们遗忘教师、忘记教育家，还需要以创造为中心。
中国的高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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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教室（注意讲台已经抬高了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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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阶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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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儒学精神和公务员思维改造后中国最常见的阶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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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客教室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美国每个私立中小学校平均班级规模是15人左右，而公立学校也小于25人。由于学科教室的普遍应用再加上远程和互联网教育所带来的课程平台、微课、慕课，优质教育资源迅速集中。在可汗学院的一项实验中，创始人发现在网络教育的翻转课堂中，原本的15个孩子一个老师，由于网络的自主性不足和翻转课堂的问题，需要每15个孩子两个老师，也就是托夫勒所说的多师同堂。互联网教育不是对老师要求更低了而是更高了，正如电脑的普及纸不是更少了而是用得更多了。麻省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在互联网大师尼古拉庞蒂的支持下创始了新媒体实验室，而华盛顿大学建立了拥有全球连锁的FABLAB创客实验室。这类的学习场所，教师更像老板、学习资源更多在网络，而围绕学生创新不少赞助商提供了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加工设备。
庚商公司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设计的智能创新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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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教室往哪里走呢？是不是像今天的席卷全国的智慧教室那样将电脑和录播以及物联网布满传统教室就是未来教室了呢？完全不是。
未来的教室是需要在在线教育和未来的教师、未来的学生转型后新的行为学而组成的崭新空间。94年出生的詹宇立是网络的土著，18岁的时候编程经验就已经达到2万行，树莓派、志愿者和创新，是90后的他们这一代思考的内容。
    詹宇立认为云时代下的师生关系，最重要的是其“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特征。原先在课堂里，教师是知识的唯一代理人，拥有对知识的生杀大权：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解释，全都凭老师一张嘴。而到了云时代，“教师”这一身份被去中心化了：你面对着屏幕，今天是A老师做的课件，明天是B老师讲课，网上答疑的又是C老师。单个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上的知识源源不断地通过一群老师传递到学生面前，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就是带宽更大。
    更重要的是，教师在“知识”和“学生”之间扮演的“桥梁”式的角色越来越弱，知识跟学生间的距离越变越短。在通讯领域中的我们都知道一条常识：信号传递过程中经过的设备越多，信号衰减的幅度越大。知识其实也是同理。
    云时代下的学习，弱化了教师的参与，实际上学生接收到的知识会更加凝练、更好理解，也就是信噪比更高。而教师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再是以前的教书匠、录音机，而是真正地成为了学生的“领路人”：筛选、介绍网络上优质的课程，给学生介绍团队合作、信息检索的工具和方法，给学生的创意作品作评价。教师这个职业，自孔孟盛行的两千多年以来，将第一次摆脱枯燥的重复，变得极其富有创造性和活力，带来不可比拟的巨大成就感。
    针对詹宇立这样的年轻人，中国最大的在线学习社区沪江网在网络学习的设计中不仅对动辄数千人的在线学习平台配备了大量的助教解决学生的问题，更为每位学生增加了同桌这样的社交功能。沪江的“同桌”其实是一种“弱同桌”关系：两人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能彼此看到对方的动态：学了什么课、背了多少单词等等。像这样模拟现实学校的设定，其实是营造一种现实中的熟悉的感觉，关键在于改变用户的心理认知：让用户对于屏幕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学校多几分熟悉的亲近。这也可以模糊地理解为一种产品层面上的“拟物设计”（Skeuomorph）。
沪江网的同桌
[image: image18][image: image19.jpg]LEI TP EN ]

1

REDRMOG R




    目前依托沪江社区，沪江网用户数已经超过8000万，而员工还不足1000人。远远少于沪江用户的新东方拥有的教师4万名。
相比起沪江，互联网+让新东方感到了危机，而有趣的是，仅仅10年前新东方作为革命者，刚刚革了传统应试英语教室的命。作为新东方留学的升级版，厚仁教育的陈航建立了留美学生的家长群，其家长与留学顾问之间的联系比学生更加紧密，这种家校关系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师生关系。无独有偶，著名网络英文学习的创始人耶鲁大学博士薛涌，不为应试在网络空间建立的远程针对性辅导，其挑选学生和针对性辅导，也成为另外一种师生的样板，其“薛涌说”也建立了另外一种家长、学生、教师的新型关系。
    被技术解放后的课堂将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然而趋势却是明了的。无论是作为基础教育和儿童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社区教育，其走向可能也是不同的。今后的课堂肯定的方向是教师要做的更多了不是更少了。而针对创造为主的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也许回归“发现天才、奖掖后生、亦师亦友、终身同道”的教育本真，才是正道。周有光针对精英教育和教育家情节的一段评论，也非常有利于我们探讨创客时代的教育：“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
（文章来源：《教师教育论坛》）
